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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互惠規範知覺促進利他行為之研究 

李耀全、丁學勤 

摘要 

利他行為有助於建立人際關係，並促使社會和諧，因此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議題。先前

對於利他行為的研究，多以大學生或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並證實感恩以及互惠規範知覺皆

能促進利他行為，且與利他行為正向相關，惟是否能適用於國內國小學童則未獲證實。 

本研究以 110 位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取準實驗研究設計，藉由獨立 t 檢定與

相關分析，共有六點發現。第一、給予協助提示，可以提升感恩知覺。第二、感恩知覺與利

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第三、互惠規範宣導，可以提升互惠規範知覺。第四、互惠規範與利

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第五、相較於分別給予感恩知覺或是互惠規範知覺，同時給予感恩知

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更有助於提升個體之利他行為。第六，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

用更能預測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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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erceptions of gratitude and reciprocity norms prompt 
individuals’ prosocial behaviors 

Yao-Chuan Li、Shueh-Chin Ting 

Abstract 

Because prosocial behaviors are helpful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t becomes a subject of many scholars' research. Previous studies of 

prosocial behaviors were mostly conducted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or adults. Both gratitude and 

reciprocity norms awareness were confirmed to prompt individuals to behave prosocially and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osocial behaviors. However, whether the findings can be applied to domestic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s not confirmed. 

For 110 fifth graders, us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ndependent t test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Giving help tips can enhance gratitude. (2) Gratitude is 

positive to prosocial behaviors. (3) Reciprocity norms courses can promote individual’s sense of 

reciprocity norms. (4)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norms is positive to prosocial behaviors. (5) The total 

effect of simultanous gratitude and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norms on prosocial behaviors were above 

giving gratitude or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norms seperately. (6)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atitude 

and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norms are more effective in predicting prosocial behaviors. 

 

Keywords: gratitude, reciprocity norms, prosoci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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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利他行為是社會中常見的一種人際互動（Dunfield, Kuhlmeier, O’Connell, & Kelley, 2011），

Martel 與 Ryan（2016）的研究證實利他行為可以提升個人主觀幸福感，並促進社會和諧。也

有研究發現利他行為能使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更為緊密、並提升人際互信，進而增進彼此的親

密感（Deci, La Guardia, Moller, Scheiner, & Ryan, 2006; Martela & Ryan, 2016; Weinstein, DeHaan, 

& Ryan, 2010）。而國內學者丁仁傑（1999）認為公民社會中利他行為的精神，是每一個文明

社會的文化核心，使社會得以具有強大凝聚力。因此可以得知利他行為對於個體及整體社會

助益良多。 

許多研究證實感恩知覺與利他行為具有相關性。Lazarus 與 Lazarus（1996）發現當個體

接受別人的協助時，內心會產生正向情感，進而產生感恩的知覺。而此感恩知覺會使受惠者

願意陪伴施恩者、偏袒施恩者，並以利他行為回報施恩者（Bono & McCullough, 2006; 

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 Naito, Wangwan, & Tani, 2005）。若施恩者的

協助是出自於無私的動機，更能提升受惠者的感恩知覺進而促進利他行為（Tsang, 2006）。

且源自於感恩知覺所回報的利他行為，雖然可能會犧牲受惠者自己部份利益，但受惠者仍會

因為心懷感恩而願意付出（Bartlett, Condon, Cruz, Baumann, & Desteno, 2012; Segal & Sobel, 

2008）。Graham（1988）和 Peterson 與 Stewart（1996）的研究更發現，源自於感恩知覺的利

他行為，其回報的對象，並不侷限為施恩者，也有可能是不相關的第三者。 

除此之外，互惠規範也被視為與利他行為有關。互惠規範是人類社會中自然形成的潛在

人際互動原則，也是一種跨越了文化、種族與時間的社會規範（Gouldner, 1960），此規範提

醒受惠者必須以利他行為回報施恩者（Burger, Horita, Kinoshita, Roberts, & Vera, 1997; 

Gouldner, 1960）。而且在協助與回報的過程中，施恩者與受惠者雙方皆能得到心靈上的滿足

（Charness, 2004）。若受惠者未能回報施恩者，其行為會與潛意識產生衝突（Heider, 1958）。

進而引發罪惡感，使其內心焦慮不安（Greenberg & Shapiro, 1971）。因此可知在互惠規範的

約束下，會促使人們以利他行為回報施恩者。 

國內學者廖貴貞（2009）指出，我國教育現場常見學生有不負責任、言語及肢體暴力等

脫序行為，自我意識強烈、不願為人付出，其原因是在我國教育課程中缺少對利他行為的關

注。Carter 與 Ellis（2016）也發現，利他行為較低的學童，人際關係較為不佳，更容易受到

同儕團體的排斥。因此可知學校教育中必須更關注如何提升利他行為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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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透過認同與學習改變行為，而良好課程為兒童行為發展的關鍵要素（黃昭勳，2009）。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學校課程，使學童先認同利他行為的意義，進而增進利他行為，除了可防

止脫序行為的產生，更可使學童更容易融入同儕團體。且學童的利他行為，也與成年的利他

行具有相關性（Dubow, Huesman, & Eron, 1987）。因此可知，在兒童時期如何透過學校課程

提升學童的利他行為，實為重要。 

二、研究動機 

成年人的利他行為與兒童時期的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Dubow, Huesman, & Eron, 

1987），因此兒童時期的利他行為培養極為重要。廖貴貞（2009）也指出，若能及早推動利

他行為課程，越能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認同其精神，塑造利他行為的人格特性，惟高年級

學童自我意識強烈，使其認同利他行為精神 具挑戰性，也更需要我們關注。 

近年來國內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利他行為研究不多。侯季吟與蔡麗芳（2013）發現弱

勢家庭中，高年級女性學童利他行為大於男性學童。廖貴貞（2009）指出獎勵制度可以提升

學童的利他行為。而國外學者 Wu、Tseng、Wu 與 Chen（2016）發現國小高年級的學童與家

長的良好互動會透過感恩的中介效果提升學童的利他行為。 

Watkins、Scheer、Ovnicek,與 Kolts（2006）的研究發現，源自於感恩知覺所驅使的利他

行為有可能超過施恩者所給予協助的價值，而出自於互惠規範知覺的利他行為多不超過施恩

者給予協助的原有價值。因此可知源自感恩知覺與源自互惠規範知覺產生之利他行為有所差

異。而之前的研究分別證實感恩知覺和互惠規範知覺皆能有效提升利他行為，惟若同時給予

個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是否更可更提升利他行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

互作用是否更能預測利他行為，則未有相關研究。 

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感恩知覺和互惠規範知覺是否可促進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利他行為，

以及同時給予感恩知覺和互惠規範知覺是否更能提升利他行為。 

三、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下列問題。第一、協助提示是

否可以提升感恩知覺。第二、感恩知覺是否與利他行為有正向相關。第三、互惠規範宣導課

程是否可以提升互惠規範知覺。第四、互惠規範知覺是否與利他行為有正向相關。第五、相

較於分別給予感恩知覺或是互惠規範知覺，同時給予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是否更能提升

利他行為。第六，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是否更能預測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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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在文獻探討部分，本研究首先說明利他行為的意涵，並定義本研究欲探討的利他行為，

其次再探究驅使個體產生利他行為產生的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並提出本研究的假說。 

一、利他行為的意涵 

利他行為是一種源自於個人心中價值感所驅使的助人行為，此行為在其他物種中並不常

出現，也是人類在自然界與其他物種競爭的優勢所在（李瑞全，2016）。利他行為的協助內

容相當廣泛，大致分為時間、金錢、影響力或是其他資源，其共同的特性為保有或強化他人

的利益（Schwartz & Bilsky, 1990）。 

利他行為又被視為一種人格特質，因此個體的利他行為可能沒有目的及動機，如此沒有

企圖的利他行為，會使受惠者更具感恩之情（蘇清守，1987）。除此之外，有此人格特質之

人，較不在意自己的需求，以及在助人行為中可能會遭受的損失（Huseman, Hatfield, & Miles, 

1987）。 

做出利他行為後，個體心中會產生滿足感，並體認到施比受有福及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

諦，進而發現到自我的價值感，並增進心中主觀幸福感（謝均才，2005; 羅新興 & 梁成明，

2017）。寇彧（2005）的研究更發現，個體可以透過利他行為建立人際關係，使個體更容易

被社會群體接納。除此之外，利他行為更被證實與自我健康與壽命有正向關係（Post, 2005）。

因此我們得知，利他行為不僅有益於自己，更有益於他人與社會。 

綜合上述可知，利他行為可能是源自於個人心中價值感，或是其人格特質，並使個體、

他人與社會同蒙其利。其特性為減少個體本身權益，進而成就他人。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

欲探討的利他行為定義為犧牲自我利益，而協助他人之行為。 

二、感恩 

（一）感恩的意涵 

感恩被視為一種態度、一種人格特質，或是處理事情的一種回應（Lambert, Graham, & 

Fincham, 2009）。感恩也會帶給人們幸福的感覺，使社會連結更為緊密，因此感恩也被視為

一種美德、力量（Peterson & Seligman, 2004）。此外，在所有的文化中，感恩也被視為一種

感謝的正向情緒（Emmons & Crumpler, 2000）。藉由此正向情緒，可促進社會形成正向氛圍，

使社會變得更為和諧（Algoe, Haidt, & Gable, 2008），故感恩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之一，更在

促進積極的社會關係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McCullough, Kimeldorf, & Cohen, 2008）。 



80 教育行政論壇 第十卷第一期 

感恩也被認為是道德的指標，能提醒人們注意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接受到他人的協助，並

促使受到幫助的人做出回報的行為（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因此

感恩使我們不會將生活所接受到的協助視為理所當然，會更珍惜施恩者的善意，進一步提升

彼此的關係（Wood, Joseph, & Maltby, 2008）。 

（二）感恩知覺的產生原因 

感恩影響層面甚深，因此幾個世紀以來，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科學家們都持續關注探

討感恩的議題（Trivers, 1971）。並認同感恩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中，是一種人際之間利益交

換的回應過程（Lambert, Graham, & Fincham, 2009）。 

大多數學者也認為感恩知覺可概念化為收到恩惠的一種感謝狀態（Emmons, 2004）。或

是當施恩者給予受惠者有價值的事物時，受惠者心中所感受到的正面情緒（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且此正面情緒與源自快樂知覺而產生的正面情緒有所

差異（Bartlett & DeSteno, 2006）。除此之外，Chan（2013）的研究發現，透過感恩知覺，可

以提升教師的生活幸福感。而 Howells（2014）透過教師對學生的感恩知覺研究，更發現感

恩知覺對教師、教室氛圍以及學校環境都有正面影響。 

動機是行為的原因，受惠者的感恩知覺也與施恩者的動機有關，施恩者的協助若是出自

於意圖良好的動機，更會誘發受惠者感恩的情緒（Gouldner, 1960）。若施恩者的協助別有用

心，則受惠者心中可能不會出現感恩的知覺（Bonnie & de Waal, 2004）。 

除了施恩者良好意圖的動機，若施恩者提供的協助價格不斐或對受惠者具有特別價值，

受惠者也會產生較高的感恩知覺（Lane & Anderson, 1976; Tesser, Gatewood, & Driver, 1968）。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施恩者的動機、協助對於受惠者的價值之外，施恩者的花費也是感恩情緒

產生的關鍵（McCullough, Kimeldorf, & Cohen, 2008）。Wood、Joseph 與 Maltby（2008）進一

步將施恩者的花費、協助的價值及施恩者的無私動機視為施恩者提供協助的綜合評價，並發

現綜合評價與感恩知覺程度有正向關係，並決定了 83%的感恩知覺。 

（三）論述協助提示提升感恩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利他行為的關係 

綜合上述探討，可知感恩是一種情緒、一種態度，對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助益。而他人的

協助會使個體產生感恩知覺，此感恩知覺與施恩者的動機，協助的內容與花費有關。 

感恩知覺會使人產生正向的心理狀態和義務的知覺（Ellis, 2001），驅使個體以利他行為

回報施恩者，甚至使人們以昂貴的幫助行為作為回報（Bartlett & DeSteno, 2006; Tsang, 2006）。

而且因感恩知覺而回報的利他行為價值，有時更超過原本受惠者所接受的協助（Bono & 

McCullough, 2006; Naito, Wangwan, & Tani, 2005）。Tsang（2006）的研究也指出感恩知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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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的利他行為程度具有正向關係，且在實驗中發現，藉由紙條記載的訊息給予受惠者明確

的協助提示，指出施恩者的協助動機是發自內心，不求回報，更能提升受惠者的感恩知覺，

進而增加受惠者回報施恩者的利他行為。 

Forrest 與 Waller（1979）指出高年級學童具有較佳的閱讀理解能力。且 Wu、Tseng、Wu

與 Chen（2016）證實國小五年級兒童已明確具有感恩知覺。因此本研究以國內國小五年級

學童為研究對象，提出假說一與假說二。 

H1：給予協助提示，可以提升感恩知覺。 

H2：感恩知覺與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三、互惠規範 

（一）互惠規範的意涵與產生原因 

規範為明確規定的一種運作規則與義務關係，是人們能彼此合作的基礎（Gouldner, 1960; 

Trivers, 1971）。Gouldner（1960）更指出互惠規範是在人類社會中自然發展而來，且被社會

上大多數人所認可，是一種基於公平與對等概念的相互交換模式。 

互惠規範以信任關係為基礎，因此當我們在協助其他人時，不會考量自我利益，並認為

日後我們也會受到相同的對待（Coleman, 1990）。同樣的，互惠規範也能建立彼此的互信，

會減少人際之間的猜忌，使得社會氣氛更為和諧（Tsai & Ghoshal, 1998），讓社會氛圍更為凝

聚，進而提升社會制度的穩定性（Burger, Horita, Kinoshita, Roberts, & Vera, 1997）。 

在互惠規範的影響下，當施恩者協助受惠者時，心中會預期受惠者給予回報（Gouldner, 

1960; Meineri, Dupré, Guéguen, & Vallée, 2017），同時受惠者心中也會尋求回報施恩者的機會

（Belk & Coon, 1993; Joy, 2001）。進一步而言，互惠規範認為人們應該幫助那些曾經幫助他

們的人，所以曾經接受過協助的人，必須尋求回報的機會，因此給予和接受是相互並存的

（Mazelis, 2015）。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不同背景的人類社會皆自然發展出一種公平互助的互惠規範

（Charness, 2004），也因為此規範被社會大眾所認同，因此對於人們的行為，具有強烈的約

束力及影響力，並成為人際交往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生活的一種核心文化（Falk, & 

Fischbacher, 2006）。Mazelis（2015）也指出，當人們接受到協助時，內心會產生認知失調，

為了降低心理認知失調，因此會驅使個體予以回報。 

而且互惠規範影響社會文化深遠（Diekmann, 2004; Fukuyama, 2000），因此社會心理學、

經濟學、政治學與人類學常以互惠規範解釋各種社會現象（Falk, & Fischbacher, 2006; Perugini, 

Gallucci, Presaghi, & Ercolan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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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述互惠規範宣導提升互惠規範知覺以及互惠規範知覺與利他行為關係 

Tsang（2006）證實互惠規範與利他行為有正向關係。而 Joosten、van Dijke、Van Hiel 與

De Cremer（2015）的研究也指出，在情境上誘發個體的道德感有助於促進利他行為。因此

道德感或互惠規範知覺，皆有助於提升個體利他行為。 

黃政傑（2014）認為課程是協助學童社會化的重要活動，也是一系列可預期的學習目標，

或者是學習的一切計畫。因此透過互惠規範宣導課程，塑造適合的學習情境，應有可能提升

其互惠規範知覺。 

而關於國小學童的互惠規範知覺與利他行為之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以五年級學童為研

究對象，提出假說三、假說四。 

H3：互惠規範宣導，可以提升互惠規範知覺。 

H4：互惠規範與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四、論述同時給予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對利他行為之影響 

研究中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整體效果，有可能是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效果的總合

（Novick & Cheng, 2004）。而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皆能提升利他行為，且源自感恩知覺

或互惠規範知覺的利他行為有所差異（Watkins, Scheer, Ovnicek, & Kolts, 2006）。因此探討同

時給予個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對利他行為的整體效果有其必要性。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推論，若同時給予個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對於利他行為

提升的整體效果，應顯著大於分別給予感恩知覺或給予互惠規範知覺。因此本研究以五年級

學童為研究對象，提出假說五。 

H5：相較於分別給予感恩知覺或是互惠規範知覺，同時給予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更有

助於提升個體之利他行為。 

五、論述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之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之關係 

在教育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等研究領域中，自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往往對依變數會造

成影響，而且此影響有別於各自變項對依變項影響的方向與強度（Frazier, Tix, & Barron, 2004 ; 

Graggs, Price, Verne, Perlstein, & Robinson, 2007），是以自變項間的交互作用與依變項的關係

經常成為被關注的議題（李佩璇、連韻文，2015）。故對許多科學研究或推論演繹而言，探

討自變項間之間交互作用極為重要。 

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皆與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Tsang, 2006），因此皆可用以預

測利他行為。若同時給予個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更有助於提升利他行為的假說五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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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那麼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的整體效果應比感恩知覺或互惠規範知覺更適

合用以預測利他行為。因此，本研究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提出假說六。 

H6：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更能預測利他行為。 

總結歸納所有的相關文獻，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概念圖：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概念圖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參與者 

因為研究場域的限制，故本研究主要採取準實驗研究方法，學生依原來班級編制分成 4

組。第 1 組接受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第 2 組接受協助提示，第 3 組接受互惠規範宣

導，第 4 組沒有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而前測在本研究中可能會影響後測的結果，因

此各組不施予前測。 

參與研究的五年級學生就讀於台南市一所公立國小，總數為 110 位。其年齡介於 11 至

12 歲，而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有 3 位學童對研究者的實驗說明有所質疑，因此將此 3 位

學生的實驗數據予以刪除。另外有 5 位學生因故請假未能參與實驗，故本研究的有效樣本為

102 位。 

二、設計與程序 

以往對於感恩知覺、互惠規範以及利他行為的相關研究，多以採取文字劇情及自述報告

作為資料收集與分析的工具。如 Chan（2013）透過對香港地區華人教師的自述性報告，分析

感恩、寬恕與追求快樂取向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證實感恩和寬恕比追求快樂取向更能預

測主觀幸福感。Weinstein、DeHaan 與 Ryan（2010）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閱讀文字劇

本並填答各種需要協助事件的感恩量表，分析感恩知覺與動機的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若

施恩者提供協助的動機是自發性的，則受惠者會具有較高的感恩知覺。而在 Wood、Joseph

與 Maltby（2009）的研究中，藉由請 201 名大學生使用網際網路填寫 GQ6 量表、心理幸福

感量表及五大性格量表，證實感恩特質比五大性格特質更能準確預測心理幸福感。在美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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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斯安那州遭受卡崔娜颶風肆虐後，Raggio 與 Folse（2009）使過電子郵件邀請 2500 位以

上非路易斯安那州的受訪者參與研究，請受訪者完成調查問卷，發現願意表達感恩知覺的受

惠者會增加施恩者及第三者對受惠者的正向知覺。 

但閱讀文字劇情場景的參與者可能無法感受到真實的感恩情緒（Graham, 1988）。

Hegtvedt（1990）研究也指出，使用文字劇情場景作為研究工具所測得之心理真實性可能不

高。相反的，真實情境的實驗設計，會使參與研究的對象獲得較高的心理真實感，因此可以

誘發參與者的真實情緒及行為；而且真實情境的實驗設計比文字劇情場景的設計更能隱蔽研

究者的研究意圖，所以更能提升研究的效度（Tsang, 2006）。 

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原因，參考 Tsang（2006）的研究進行實驗設計，該研究以成年人

為對象，設計 1 個分配金錢給受惠者的真實情境活動，分析其感恩知覺與利社會行為的相關

性，並證實感恩知覺與利社會行為有正向關係。 

因為參與本研究學生的學校已有榮譽點數的獎勵制度，因此將 Tsang（2006）的實驗設

計中分配金錢的活動更改為分配點數的活動，分析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對於利他行為的

影響。 

在接受互惠規範宣導的組別，研究者會先對整組進行 5 分鐘的互惠規範宣導，再進行實

驗活動。宣導內容為互惠規範是人類社會中存在已久的共識規則，研究者並以生活中的例子

向參與者說明此概念。而沒有接受互惠規範宣導的組別則直接進行實驗活動。 

研究者並向參與者說明下列事項。此實驗活動會在隔離的獨立空間進行，且參與者將與

校外同年級的 1 位夥伴一起進行多回合的點數分配任務。在實驗結束後，參與者可將擁有的

點數轉換成該校的榮譽點數，並依學校榮譽點數辦法兌換獎狀或獎品。在活動進行中，參與

者無法與校外夥伴直接進行對話。不過在特定回合中，參與者與校外夥伴有機會透過研究者

的智慧型手機互相傳遞文字訊息。而事實上，本實驗只有進行 3 個回合，且校外夥伴為研究

者所虛構。在每個回合中需將 10 點分配給參與者及校外夥伴，參與者並將分配的情形記錄

在表格內。在某些回合中是由參與者或校外夥伴分配點數，而特定回合中，點數是由電腦隨

機分配。而研究者有時會假裝校外的夥伴傳送文字訊息給參與者，並讓參與者檢視其內容。 

在告知上述程序後，每 1 位參與者依序被引導到獨立空間。第一回合中，研究者向參與

者表示電腦隨機給予參與者 3 點、校外夥伴 7 點。第二回合中，研究者向參與者表示參與者

得到 9 點，而校外夥伴獲得 1 點。此回合中，接受協助提示組別的參與者，會被告知校外夥

伴有傳送訊息給參與者，參與者並透過檢視研究者的智慧型手機螢幕了解訊息內容「我看你

上一回合拿的點數太少，真是可憐」。在第二回合中沒有接受協助提示的組別，則不會被告

知有任何的文字訊息，研究者更表示該次的分配是電腦隨機決定的。 

如果受惠者知覺施恩者給予協助的動機與意圖是正向的，為受惠者著想且不求回報的，

其心中產生的感恩之情比出自於動機不明的協助更為強烈（Gouldner, 1960; Tsa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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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sang（2006）也證明透過給予參與者「我看你上一回合拿的點數太少，真是可憐」的訊

息，可以提升受惠者的感恩情緒，因此本研究參照其實驗方式，在特定的組別給予上述訊息。 

第三回合則由參與者決定點數的分配，並填寫自述動機。自述動機共有兩個量表，分別

是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的李克特七點量表，其範圍從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

意）。互惠規範量表參考（Chiu, Hsu, & Wang, 2006; Tsang, 2006）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李克特 7

點量表，自我陳述其分配的動機是否因為互惠規範，量表題目為「你做這樣決定的原因是因

為別人幫助你，所以你也幫助他嗎?」；感恩量表參考 Wood、Maltby、Stewart、Linley 與 Joseph

（2008）的研究中所使用的 5 點量表，自我陳述分配的動機是否因為感恩，其量表題目為「你

做這樣決定的原因是因為感謝嗎?」。 

而吳毓瑩（1996）曾針對我國國小四、五年級學生進行李克特量表的奇偶點數的研究，

發現當量表點數大約在 7 點時，可獲得較高信度。而本研究參與者為國小五年級學生，與吳

毓瑩的研究相符，故本研究將感恩的 5 點量表調整為 7 點量表。 

除此之外，實驗的過程中，為了避免不同人員對於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的宣導有所差異，

因此皆由研究者進行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的宣導，以增加研究的信度。綜合上述，本研究之

研究流程如下。 

 

 

 

 

 

 

 

 

 

 

 

 

 

 

圖 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分組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組 互惠規範宣導組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說明實驗流程 

進行實驗 

檢測利他行為，利他行為動機(感恩及互惠規範) 

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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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進行以下分析程序。首先，我們對於實驗中收集的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並

以獨立 T 檢定檢視 4 組中利他行為、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交

互作用，彼此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後檢視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感恩知

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交互作用的相關性。 

表 1 顯示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平均點數為 5.63，標準差為 1.006；協

助提示組的利他行為平均點數為 5.08，標準差為 0.862；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平均點

數為 5.07，標準差為 0.781；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平均點數為 4.43，

標準差為 0.843。 

相較於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示組、互

惠規範宣導組皆會提升利他行為的點數，且同時給予協助提示和互惠規範宣導對於利他行為

的提升大於只有協助提示或是只有互惠規範宣導的組別。 

表 1 

利他行為的點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5.63 1.006 .194 
協助提示組 25 5.08 .862 .172 
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5.07 .781 .150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23 4.43 .843 .176 

表 2 分析 4 組間的利他行為是否有顯著差異。綜合表 1 的結果，可知協助提示及互惠規

範宣導組顯著大於協助提示組及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示組及互惠規範宣導組也顯著大於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而協助提示組和互惠規範宣導組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表 2 

利他行為之差異 
 協助提示及互

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組 互惠規範

宣導組 
無協助提示及無

互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    
協助提示組 .040* －   
互惠規範宣導組 .028* .979 －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000** .012* .008** － 

*p < .05. **p< .01 

表 3 顯示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的感恩知覺平均為 5.37，標準差為 1.079；協助提

示組的感恩知覺平均為 5.20，標準差為 1.000；互惠規範宣導組的感恩知覺平均為 4.37，標

準差為 0.629；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的感恩知覺平均為 3.91，標準差為 1.474。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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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與協助提示組的感恩知覺平均值皆大於互惠規範宣導組和無協助

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可知給予協助提示會提升感恩知覺。 

表 3 

感恩知覺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5.37 1.079 .208 
協助提示組 25 5.20 1.000 .200 
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4.37 .629 .121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23 3.91 1.474 .307 

表 4 分析 4 組間感恩知覺是否有顯著差異，綜合表 3 結果，可知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

導組與協助提示組顯著大於互惠規範宣導組與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示及

互惠規範宣導組雖然大於協助提示組，但是沒有顯著差異；互惠規範宣導組雖然大於無協助

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但是也沒有顯著差異。 

表 4 

感恩知覺之差異 
 協助提示及互

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組 互惠規範

宣導組 
無協助提示及無

互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    
協助提示組 .558 －   
互惠規範宣導組 .000** .001** －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000** .001** .180 － 

*p < .05. **p< .01 

表 5 顯示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的互惠規範知覺平均為 5.48，標準差為 0.893；協助

提示組的互惠規範知覺平均為 4.40，標準差為 1.041；互惠規範宣導組的互惠規範知覺平均為

5.30，標準差為 1.137；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的互惠規範知覺平均為 3.91，標準差

為 0.848。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與互惠規範宣導組的互惠規範知覺平均值皆大於協助提

示組與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可知接受互惠規範宣導會提升互惠規範知覺。 

表 5  

互惠規範知覺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5.48 .893 .172 
協助提示組 25 4.40 1.041 .208 
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5.30 1.137 .219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23 3.91 .848 .177 

表 6 分析 4 組間互惠規範知覺是否有顯著差異，綜合表 5 結果，得知協助提示及互惠規

範宣導組與互惠規範宣導組顯著大於協助提示組及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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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雖然大於互惠規範宣導組，但沒有顯著差異。協助提示組雖然大於無協

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但並沒有顯著差異。 

表 6 

互惠規範知覺之差異 
 協助提示及互

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組 互惠規範

宣導組 
無協助提示及無

互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    
協助提示組 .000** －   
互惠規範宣導組 .509 .005** －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000** .084 .000** － 

*p < .05. **p< .01 

表 7 顯示各組間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平均為 29.56，

標準差為 8.308；協助提示組平均為 23.44，標準差為 8.607；互惠規範宣導組平均為 23.67，

標準差為 8.138；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平均為 15.87，標準差為 7.558。可知相較

於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只要有協助提示或互惠規範宣導皆能提升感恩知覺與互

惠規範知覺乘積，而同時有協助提示和互惠規範宣導的組別，其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

積提升作用 大。 

表 7 

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29.56 8.308 1.599 
協助提示組 25 23.44 8.607 1.722 
互惠規範宣導組 27 23.67 8.138 1.566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23 15.87 7.558 1.576 

表 8 分析 4 組間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是否有顯著差異，綜合表 7 得知協助提示

及互惠規範宣導組顯著大於協助提示組和互惠規範宣導組；而協助提示組和互惠規範宣導組

顯著大於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協助提示組及互惠規範宣導組則沒有顯著差異。 

表 8  

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之差異 
 協助提示及互

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組 互惠規範

宣導組 
無協助提示及無

互惠規範宣導組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 －    
協助提示組 .012* －   
互惠規範宣導組 .011* .923 －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 .000** .003** .001** － 

*p <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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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表，可知給予國小五年級的學童協助提示，會提升學童感恩知覺和利他行為；

實施互惠規範宣導則會提升互惠規範知覺及利他行為。若同時給予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

其交互作用對於利他行為的提升，更為顯著。 

另從表 9 可知，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與該組的感恩知覺的皮爾森相關

係數為 0.344*（p<0.05），與該組互惠規範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634**（p<0.01），與該

組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652（p<0.01），表示協助提示及互惠規

範宣導組之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皆有顯著

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與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可知感恩知覺與互惠

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相關。 

協助提示組的利他行為與該組感恩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561**（p<0.01），與該組

互惠規範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74**（p<0.01），與該組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

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601**（p<0.01），表示協助提示組的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

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與

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可知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相關。 

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與該組感恩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90**（p<0.01），與

該組互惠規範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94**（p<0.01），與該組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

乘積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531**（p<0.01），表示互惠規範組的學生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

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

覺乘積與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可知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

相關。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與該組感恩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69*（p<0.05），與該組互惠規範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36**（p<0.05），與該組感恩

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495**（p<0.01），表示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

範宣導組的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皆有顯著

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與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可知感恩知覺與互惠

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相關。 

以上 4 組學生的利他行為皆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

積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與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意謂感恩

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相關。因此以全體學生為分析對象，得知全

體學生的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528**（p<0.01），與互惠規範知覺的皮

爾森相關係數為 0.587**（p<0.01），與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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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7**（p<0.01）。表示全體學生之利他行為與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

惠規範知覺乘積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乘積與利他行為相關係數

大，可知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 為相關。 

表 9 

利他行為與自述動機相關性 
 感恩知覺 互惠規範知覺 感恩知覺與互惠規

範知覺乘積 
 皮爾森 

相關係數

P 值 皮爾森 

相關係數

P 值 皮爾森 

相關係數 
P 值 

協助提示及互惠規範宣導組之利他

行為 
.344* .040 .634** .000 .652** .000 

協助提示組之利他行為 .561** .002 .474** .008 .601** .001 
互惠規範宣導組之利他行為 .490** .005 .494** .004 .531** .002 
無協助提示及無互惠規範宣導組之

利他行為 
.469* .012 .436* .019 .495** .008 

全體學生之利他行為 .528** .000 .587** .000 .677** .000 

*p < .05. **p< .01 

因此可知對於每 1 組或全體參與者而言，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以及感恩知覺與互惠

規範知覺整體效果皆是利他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其中並以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整體效

果 為顯著。所以除了可以透過感恩知覺、互惠規範知覺預測學生的利他行為，感恩知覺與

互惠規範知覺乘積預測利他行為的效果更是優於感恩知覺或互惠規範知覺。也可證實提升感

恩知覺或互惠規範知覺皆能提升利他行為；若能同時提升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更能顯

著提升利他行為。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許多研究中證實利他行為能促進社會穩定、社會和諧，以及增進個人幸福感。因此如

何提升個人的利他行為，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在本研究中，4 組的學童利他行為與感恩

知覺及互惠規範知覺皆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這與許多國外以大學生或成人為研究對象的結果

相符。 

且在本研究中得知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的交互作用與利他行為的相關性大於感恩

知覺與利他行為的相關性和互惠規範知覺與利他行為的相關性。因此可知若同時提升感恩知

覺及互惠規範知覺，更能提升個體的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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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本研究共有 6 個主要貢獻。第一，協助提示可以提升感恩知覺。第二，感恩

知覺與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第三，互惠規範宣導可以提升互惠規範知覺。第四，互惠規

範知覺與利他行為具有正向關係。第五，相較於分別給予感恩知覺或是互惠規範知覺，同時

給予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覺更有助於提升個體之利他行為。第六、感恩知覺與互惠規範知

覺的交互作用更能預測利他行為。 

二、建議 

學校教育對於學童行為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若能透過學校課程同時提升感恩知覺及

互惠規範知覺，對於促進學生的利他行為更是大於單獨提升感恩知覺或是互惠規範知覺的影

響。依據本研究發現所得，給予國內外學者研究建議如下。 

（一）於教育場域的建議 

在校園中，學生經常認為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協助與服務是應得的，是他人應盡的義務，

忽略了施恩者背後的協助與付出。而本研究證實協助提示有助提升受惠者對施恩者的感恩知

覺。因此在教育場域中，對於學生所接受的恩惠，教師可以透過明確告知學生所受到的協助

內容、施恩者的身分以及施恩者的無私動機，以提升學生的感恩知覺，進而產生利他行為。 

而互惠規範隸屬社會規範的範疇，是生活中人際互動的規則之一。而課程教學是學校主

要核心所在，若能藉由將互惠規範的認知概念融入學校本位的彈性課程，提升學生對互惠規

範的認同，使學生更具有互惠規範的素養。就可以使學生在受人恩惠時，基於互惠規範的認

知，以利他行為回報施恩者，使社會氣氛更為融洽、祥和。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六年級的學童從五年級重新編班後，在班級導師為期 1 年的班級經營策略影響下，可能

已經塑造出各班不同的班級氣氛進而影響研究的結果。因此本研究礙於時間因素未能在排除

班級氣氛影響的前提下，針對國小高年級的六年級學童進行研究。 

此外，本研究也未探討如何更有效率提升學生的感恩知覺及互惠規範知覺的方法。例如

由施恩者進行協助提示和由他人進行協助提示是否存有差異性、不同的互惠規範宣導頻率及

方式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協助提示與互惠規範的宣導是否隨著時間會減少對利他行為的

影響，都是可做為未來研究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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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至少有兩個主要限制。首先，本研究本質上是橫斷性的，因此包含採用這種類型

的研究設計之所有限制，例如橫斷性研究只是針對特定樣本做同一時間的研究，缺乏長時間

性的資料，因此很難探討其現象趨勢。 

且本研究因教育場域的限制，採取準實驗研究法將班級分為 4 個組別，雖有可能造成選

擇偏誤，影響內在效度，但基於公立學校小學學生在二年級升上三年級以及四年級升上五年

級時會以隨機取樣方式重新編班，且本研究實驗在編班後開學第 3 天進行，因此班級氣氛影

響實驗結果有限，所以應可將偏誤影響降低。 

同時本研究考量實驗的前測處遇可能影響後測的效果，且編班流程為隨機取樣，因此未

進行前測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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